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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收藏了一版商代
晚期的殷墟甲骨，为迄今可知唯一的虎骨刻辞，
历史、学术及艺术价值弥足珍贵。骨长 22厘米，
宽 4厘米，一面雕刻精美繁缛的纹饰，分别有虎
纹、饕餮纹、龙纹和三角纹，纹饰风格与商代晚期
青铜器近同，并且还使用了镶嵌绿松石的工艺。
另一面刻20字：

辛酉，王田于雞麓，隻大䨣虎，才十月，唯王
三祀劦日。（怀1915）

辞文大意为：“商王在在位的第三年十月辛
酉日，也就是举行劦祭的那天，在名为鸡地的山
林搞了一次田猎活动，捕获了一只大老虎。”辞文
至简，但传递了三千年前的古老信息，而且时间、
地点和人物三要素俱全，可谓是一篇很典型的商
代“记叙文”。更有趣的是，简短的文字却又留下
了神秘难解的谜团。

王
此版虎骨刻辞即属于商代晚期的记事刻辞，

据甲骨文分期断代推测，这位王的身份是帝乙或
帝辛父子中的一位，但到底是谁，学术界尚没有
一致意见，研究者往往是各持己见。历代商王好
田游，文献中相关的记载亦颇多，《史记·殷本纪》

“武乙猎于河渭之间，暴雷，武乙震死。”《尚书·无
逸》篇中有“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
于田。”《尚书·多方》谓帝乙之后的“商后王”是

“逸厥逸”，南宋蔡沈《书集传》释谓“纣以逸居
逸”。《竹书纪年》“（帝辛）四年，大蒐于黎。”凡此
种种，不再赘述。看来，从已出土甲骨和传世文献
资料中，很难得到这位王是谁的正确答案。但可
以肯定的是，古代文献记载的帝辛，比起他的父
亲帝乙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有“帝纣资辨捷疾，
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有“重刑辟, 有
炮格之法”“剖比干, 观其心”；还有“纣之不善,
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
归焉”。可见，文献里的帝辛（商纣王）不尽是残暴
和恶名，也有罕见的夸赞和客观的评价，这与现
在人们眼中的暴君形象迥然不同。

鸡麓
甲骨卜辞中存在众多的地名，据吉林大学古

籍研究所马盼盼博士整理，地名有 615个，是十
分丰富且珍贵的地理资料。卜辞田猎地是商代地

名中的重要一环，对研究商代史同样不可或缺。
据统计，甲骨卜辞中的田猎地名超过 150个，像
鸡麓这种地名后加“麓”字的，大概有30余个。

想要了解鸡麓，就无法回避商代田猎区的问
题，对此有必要稍作介绍：有郭沫若、李学勤先生
为代表的“沁阳田猎区”说；有董作宾、陈絜先生
等认为的“泰山田猎区”说；有林泰辅、岛邦男为
代表的殷商以北地区说。而郑杰祥先生则认为：
商王的主要田猎区不在沁阳附近，也不在山东泰
沂附近，而是在商代王畿以东的古黄河两岸，其
范围大致在今河南省濮阳市和新乡市以东以及
山东省的西部地区。另外还有一些非专属田猎区
之外的零星田猎地等说法。显然，各家所持田猎
区的观点，大致是以安阳为中心，遍布于王畿以
外的四面八方，足见商代田猎区问题的复杂性。

有关商代鸡麓的地望，历来有多种说法，现
择其典型的意见作简单叙述。郭沫若先生曾指
出，奚当即雞之省，春秋之雞泽。春秋襄三年，同
盟于雞泽。杜注：雞泽在广平曲梁县西南（在今河
北永年县西南）。李学勤先生将鸡地归于“沁阳田
猎区”中的核心区域“盂区”，距榆三日程。陈絜先
生认为，鸡地所坐落的范围西可以到达济南市
境，东面则至淄水沿岸，北面可抵古济水下游沿
岸，而南则能够进入今莱芜市一带。唐英杰、邹芙
都先生的晚商“畿内田猎区”说指出，鸡与盂、丧
等地分布在商代黄河外侧，即今河南省滑县、内
黄县、濮阳市等区域。马盼盼博士的论文《殷墟甲
骨文所见地名的整理与研究》，收集甲骨文地名
所见雞（奚）的材料 12条，并综合所获动物种类
及对地形环境的要求，认为从同版地名来看，鸡
地应当还是在沁阳田猎区的范围内。由上述可
见，鸡麓地望的争论，实际上就是商代田猎区争
论的缩影。

甲骨卜辞中，捕获虎的地方除鸡麓外，还有
斐、率、澫、杋、叀等地，这些地点在甲骨卜辞中

存在同版或关联的地理关系，如
果将这些地点系连起来，勾划出
的地域也是比较广的，而且还有
一个基本可寻的规律，那就是或
在山脚下，或离山林较近，或为偏
远之地。再结合虎的生活习性，它
们有时将自身分泌物留在灌木丛
中，有时在树干上抓出痕迹，有时
在地上打滚，以这些标记来界定
自己的领地，而将生存领地置于
尽可能远离人类的地方，亦是天性使然。因此，综
合起来考虑，这些捕获虎的地方大概不会分布在
距离商王畿相对较近的地区，应该依附于群山之
下更为合理。换言之，鸡麓大致位于太行山东南
一侧的“沁阳田猎区”，或者是“泰山田猎区”范围
内，显然要合适的多。

从地域距离来看，以安阳为起点，到山东泰
安大约 300公里左右，至河南沁阳大约 200公里
左右，这样的距离商王用做田猎地应该不存在问
题。久远的不说，以清代为例，在北京的东北部承
德设立木兰围场，两地相距已超过 350公里，依
此看来，距离肯定不是选取田猎地唯一考虑的因
素。清中期以前，纵然是所谓的康乾盛世，北方的
蒙古仍然是清王朝的巨大威胁之一，清王室每年
兴师动众不惜耗费金银财力也要举行木兰秋狝，
目的也绝不是为了游游山、打打猎那般简单，更
多还是出于政治军事上的考量，这与商代晚期的
国家安全形势有相似之处。商代晚期，在东方有
来自夷族反叛的强大威胁，这些从商王征夷方的
卜辞中可见一斑。在西方，有日益崛起的周人的
挑战，虽然形势未及东方那么紧迫，但安全压力
终归还是存在的，而实际上也正是周人趁虚而入
夺得了天下。可以想见，在面对不同时期不同方
向的强大对手时，商王适时安排包括田猎在内的
军事行动也是顺理成章的了。

大䨣虎
辞文“大 虎”一句，过去由于文字释读或理

解上的原因，有当指某种特殊品种之虎，有“大烈
虎”，“大魄虎”，“大膊虎”，“大霸虎”等不同的说
法，加之研究者一般是作引用的多，专门展开论及
的少。刘钊先生在《安阳殷墟大墓出土骨片文字考
释》一文中，引用这版虎骨刻辞时将 作“䨣”（霸=
白），并在注释中说明，“霸”字可以训为“强悍”，又
可以借为“白”。金文中“既生霸”“既死霸”的“霸”
字典籍中皆作“魄”，“魄”即从“白”声。

刘钊先生“大白虎”说的主要依据，除了对
“䨣”字的解读外，还在该文中对相关问题进行了
比较详细的论证。其大致的过程是，首先把包括虎
骨刻辞在内的特殊的记事刻辞归纳起来，根据其
许多相同之处，辅之以中国古代文献里的“记异”
传统，凿实了记事刻辞“记异”的属性。在此基础之
上，又通过甲骨刻辞里殷人对白色动物的重视习
惯，与历代典籍中古人重视白色动物的记载互相
印证，为“大白虎”之说铺平了道路。虽说刘先生有
关“大䨣虎”的考究内容，只是作为《安阳殷墟大墓
出土骨片文字考释》文中的一个章节，但所用材料
之实，旁征博引之全，毫无疑问是至今为止最系统
最扎实的。由此，“大䨣虎”即“大白虎”，成为学术
界比较主流的说法，也为很多研究者所接受。

但即使是这样，也有对此说持谨慎态度的。

陈絜先生就认为，过去学界多将 字读为
“烈”，新近刘钊先生释作“霸”,读“白”或
“膊”，似均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欲坐实，
恐怕还有些难度。陈先生所指坐实的难
度为何，他未加阐明，但很可能跟佐证的
材料有关。

检视目前已有的甲骨材料，白色动物
确属常见，据刘书芬先生统计，甲骨文中
各类白色动物的辞例数为：白马5条、白牛
20条、白羊4条、白豕14条、白彘5条、白犬
3条、白豖8条、白豚2条、白狐3条、白兕1
条、白鹿2条。尽管以上数据还有补充的余
地，但足以体现商代白色动物与众不同的
事实，也说明了“殷人尚白”观念的可信。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既然殷人如此钟爱白
色动物，唯独这版虎骨刻辞记载“白虎”时

没有直接书写，这是很令人疑惑的。
从甲骨文语法的角度看，似亦有可商榷之

处。甲骨卜辞中，有黄牛（《合集》41400），有黄小
牛（《合集》14315）；还有大星（《合集》11505），新
星（《合集》11488），新大星（《合集》11503）等等，
不采用小黄牛或大新星这样的语法文例。有关这
方面的研究，张玉金先生曾在《甲骨文语法学》一
书中有过很好的论述，即“定中关系”。由此规律
推之，倘若当时商王捕获的是“大白虎”，似乎应
刻写作“白大虎”为宜。但既然以“大䨣虎”的语句
来表达，必然有其独到之处，究其原因，恐怕要从

“䨣”字是什么性质的形容词入手。
还有一点也不能疏忽，李宗焜先生《甲骨文

字编》“霸”字条下收入两例，“霸”分别作 （怀
1915），（屯 0873），从字形上看，两字皆有明显
的省简，这种现象在甲骨卜辞中习见，是契刻者
刻写文字时去繁从简的常用做法。依照此逻辑，
契刻者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选择刻写难度大的

“䨣”字，而放弃笔画简单的“白”字，是一个关键
问题，也直接关乎“䨣”字的含义。

综上可知，到目前为止，虎骨刻辞中王、鸡麓
及大䨣虎等问题的研究都并非毫无争议，不过总的
看来，与前两个颇为复杂的问题比起来，“大䨣虎”
则相对简单一些，争议仅限于“䨣”字的本义上。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

9 月 23 日，“邺城论坛·2023”国际学术研
讨会在河北临漳举行。为纪念邺城考古工作开
展四十周年及庆贺邺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揭
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文
化遗产研究院、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以及北
京大学、南京大学、日本金泽大学等国内外二
十余所科研机构和高校的 60 余位专家学者，
围绕东亚地区古代都市考古与历史、中古时期
佛寺考古与造像艺术、大遗址保护与利用、国
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与运营等相关问题展开
了深入研讨。

中国考古学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原副所长朱岩石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他指出：在新的学科要求下，新时代的古代城市
考古需要建立新的理论框架，并加强方法论探
索。城市考古始终要根植于田野一线，只有不断
深化对具体遗迹现象以及出土遗物等一手资料
的探讨，兼及文献研究，才能全面、立体、生动地
呈现一个古代城市的概貌，宏大的时代叙事离
不开城市考古每个个案的准确、扎实研究。最
后，他也寄望中青年学者们要不断勇于探索，努
力推进多学科方法运用与古代城市考古的有机
融合。

在第一场研讨中，4位学者就古代城市考古
进行了交流研讨。何利群代表邺城队回顾了邺
城遗址四十年的考古工作并总结了近年新收
获，包括东魏北齐邺城宫城区、核桃园北齐大
庄严寺、曹村北朝窑址等地点以及北吴庄佛教
造像的修复展示等，同时概要介绍了北响堂石
窟区域考古工作计划。贺云翱介绍了六朝建康
城三十余年考古的主要收获、学术价值及遗产
价值。张学锋基于中日韩学界对“官寺”等概念
的探讨以及相关中古文献的爬梳，提出中国中
古都城规划中“第一国家大寺”的概念，具体描
述了刘宋建康大庄严寺、北魏洛阳永宁寺、东
魏北齐邺城赵彭城佛寺等众多“国家大寺”在
南北朝都城涌现的现象，并将其解释为佛教国
教化的表现。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黄信介绍
了元中都的位置、历史沿革、文献记载、考古工
作成果及计划，强调了该遗址在宋金元都城内
宫城布局研究、辽金元捺钵制度研究、中华民
族多元一体化进程研究等方面的重大价值。钱
国祥对该场研讨进行了评议，认为四个报告中
呈现的由南北朝至元代的都城发展延续性极
具启发性。

第二场研讨聚焦石窟寺考古与造像艺术，
由李裕群、龚国强主持和评议。魏正中着力于中
国石窟寺考古研究理论和方法论构建的探讨，
认为今后的探索方向需从窟内壁画和塑像转向
窟外空间，重点关注木结构建筑等窟前现象，辨
识寺院边界布局，从而复原整个寺院的情况、寺
院与寺院的关系、寺院与城市的关系，使之变为
一段历史的认识与研究。杨效俊将隋唐佛舍利
崇拜视作成形的制度而非仅是宗教现象，并详
细考察该制度对七至八世纪朝鲜半岛与日本的
影响。解峰系统梳理了高句丽佛陀造像相关的
学术研究，在此基础上甄别并重新确认高句丽
历史疆域内发现的材料范围，明晰高句丽佛像
的形式特征，其演变序列整体呈现与北朝晚期
中原地区佛像趋同的状态，并体现若干本土化
特征，中原地区佛教物质文化的持续性导入是
其演变动因，在高句丽的意识形态层面产生了
深刻而持续的影响。

在第三场研讨中，朱笑言讨论了曹魏邺城
和洛阳城城门、主殿的建制和命名、城市布局以

及中轴线等规划问题。郭晓涛回顾了北魏洛阳
里坊的考古研究历程，提出要全面理解北魏洛
阳里坊，需要进行道路系统的勘察和考古、里坊
的考古发掘，并考虑佛教寺院的文献记载，以获
取更多关于其布局和内涵的信息。石自社讨论
了南北朝都城影响下的隋唐东都城里坊，具体
分析了里坊区路网结构、里坊空间尺度与形制
结构、里坊内庭院的空间建筑形制等，指出古代
居住理念追求将房屋、自然景观、农田、养殖等
融为一体的宅邸空间，隋唐时期的城市里坊制
度受到里坊空间和国家管理的影响，具有独特
特征，规划设计完备。卢亚辉从城市考古角度出
发，推定唐代圣善寺作为神龙政变之后营建的
政治景观，只存在于东都洛阳一处，圣善寺的改
建和扩建工程可能导致章善坊居民的减少。张
学锋在评议中充分肯定了田野工作的重要性，
强调考古、历史两个学科需要深度弥合，并指出
草原民族传统对中古时期都城里坊布局具有重
要影响。汪勃指出对城市空间结构和布局研究
也要充分考虑水土、风向等因素，并进一步结合
意识形态、思想文化进行探讨，从而加强理论体
系及方法论方面的支持。

在第四场研讨中，王睿通过对扬州蜀岗古
代城址六朝时期遗存材料的分析，推测六朝广
陵城的城圈和城壕与汉广陵城基本相同，且基
本沿用并修缮了汉广陵城的城门，刘宋时期新
开了南城门。张今通过对东晋南朝官造建筑用
砖在铭文、图案两方面特征的归纳，认为部分特
征从都城到地方呈现简化迹象，是考察这一时
期匠作技术传播的重要物证。张效儒讨论了汉
唐时期中国各地区瓦件的演变过程，他认为，从
绳纹瓦件到素面、篮纹、磨光瓦件，瓦件制作工
艺发生了明显变化，这些变化与地域、政局和文
化交流相关。陈斯雅以邺城和晋阳出土品为例，
探讨了北朝后期铅釉陶的器类形制变化、器形
与釉色的关联性、技术规格特征等问题，并强调
了不同区域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贺云翱在主
持评议时充分肯定了年轻一代学者所呈现出的
高质量水平。

第五场研讨着眼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与运营这一主题。陈波以汉阳陵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为例，对新时代考古遗址公园高质量发展
方向提出思考，阐明了考古遗址公园是考古遗
址还是博物馆的问题分歧。黎筱筱从文旅目的
地视角对推进考古遗址公园与城乡建设、文旅
业态、生态保护深度融合发展提出了建议。在评
议环节，沈阳指出两个报告分别从文物保护工
作的第一视角和文旅运作视角来展开，相辅相
成；古代城市的认知除了考古人的专业努力之
外，也需要城市规划、建筑学、景观旅游等多领
域多学科的专家共同参与。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邺城考古队首任队长徐光冀先生在闭幕式上进
行了总结讲话。他指出：城市考古必须具有自身
的理念与工作方法，从大处着眼，有专人、有梯
队地长期工作。城市遗迹中出土的砖瓦等建筑
材料也非常重要，除传统年代、分期研究外，还
可以借用古建、民族学、自然科学等其他学科的
手段。有关佛教历史及艺术方面的研究，要注重
外来宗教的本土化方面。对于遗址公园和文化
公园，要妥善区分，明确概念和理念差异。考古
学之所以受到重视，就是因为它能够增强我们
的文化自信。只有突出我们的特点、我们的传
承，中华民族才能够兴旺。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12 月 15 日，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地下文物
保护成果汇报会暨关口西汉一号墓专家论证
会在重庆市武隆区召开。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
展委员会副主任幸军出席会议，重庆市文物考
古研究院院长白九江主持会议。

白马航电枢纽工程位于乌江下游重庆武
隆区境内，是乌江干流规划的第Ⅱ级梯级开发
航电枢纽项目。该项目库区东起江口镇，西至
白马镇，地貌主要为峡谷和宽谷，古代文化遗
址多分布在宽谷地带。为配合该项目的建设，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2年12月至今，重庆市
文物考古研究院、武隆区文化遗产保护管理
所、四川大学对该项目范围内的 17 处地下文
物点开展了考古发掘，完成发掘面积 12000余
平方米，发掘出一批新石器、商周、汉晋、唐五
代、宋明清时期的遗迹，出土了各类器物标本
4000余件，取得了重要考古发现。

完善了乌江下游地区先秦时期文化序列
通过对武隆区大农场、小农场、大元坝、信

号台、生基坪等遗址的考古发掘，结合涪陵陈
家嘴、小田溪、武隆盐店嘴、彭水徐家坝、漆树
湾、龙蛇坝、酉阳邹家坝、清源等遗址的考古发
现，基本厘清了乌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晚期至
战国时期的文化面貌。受到峡江地区考古学文
化强烈影响，文化发展阶段基本相当，相继为
玉溪坪文化、中坝文化、三星堆文化峡江类型、
石地坝文化、瓦渣地文化及李家坝文化，建立
了乌江下游地区完整的先秦时期文化序列，为
探讨乌江下游与峡江地区考古学文化交流与
互动奠定了基础。

大农场遗址H3发现大量动物骨骼，两个
碳十四测年数据距今分别约为 8500 年、1 万
年，是重庆地区最早的测年数据，为寻找该地
区更早阶段的考古学遗存提供了重要线索。

推动了乌江下游地区聚落考古研究
新石器时期的聚落，主要分布于老盘河与

乌江交汇形成的冲积台地上，大农场、小农场
及大元坝3处遗址相邻，可能是新石器晚期该
区域的一处核心聚落。从文化面貌上看，大致
属于玉溪坪文化早中期，在大农场遗址发现有
石器加工场和大量动物骨骼。

大元坝遗址发现石地坝文化、瓦渣地文化
遗存，遗址规模较新石器晚期有所缩小。

信号台遗址清理东周至唐五代时期灰坑、
灰沟、台基、房址、道路、活动面等各类遗迹 97
个，揭露一处始于东周，历经汉晋、唐五代连续
发展的大型聚落址。汉晋时期大型台基式建
筑、红烧土道路的发现，填补了区域考古发现
空白。

茅草坡墓地主要发现西汉瓮棺葬 5座、灰
沟 1条、柱洞 6个，东汉砖室墓 1座等遗迹，出
土了一批汉至明清时期的陶、瓷、铜、铁、骨、琉
璃器等遗物，出土器物及小件共计236件。

菜坝遗址发现一组面积逾 1000平方米的
宋代建筑基址，基址坐西南朝东北，按“中轴对
称”设计建筑布局，现存有厢房、天井、院落门
址、排水沟及围墙等遗存，至少应为两进院落
的建筑布局，发掘者结合文献记载，推测该建
筑可能与宋代武隆县城的官署建筑密切相关。

提供了文明一体化进程研究的重要线索
生基坪遗址清理东周至明清时期灰坑、灰

沟、窑址、墓葬、墙址、柱洞等遗迹357处，遗址
遗存脉络清晰，特别是东周晚期巴文化，西汉

早期土坑墓，西汉中期土坑墓，东汉墓砖窑的
同步发现，展现了从晚期巴文化到汉文化进程
的一体化历史进程。其东周居址类遗存是乌江
下游地区的重要补充，联系到乌江流域既有发
现，基本贯穿起乌江下游巴文化从发生、发展
到两汉一体化的进程。

天子坟遗址关口地点发现 1 座有“二年”
纪年的西汉早期竖穴土坑木椁墓，出土陶器、
铜器、漆木竹器等各类遗物 600 余件。该墓是
目前发现的纪年最早的西汉墓，也是长江上游
地区一次性出土漆木竹器最多的墓葬，其棺椁
制度、随葬品等丧葬礼俗展现了高度的汉文化
特征。

发现了乌江下游地区祭祀遗存新材料
生基坪遗址发现两座东周时期灰坑，两坑

处于同时期遗存最高处，包含丰富的陶器、砾
石块、木炭烬等。其中H14堆积分为三层，上层
富含陶豆、圜底罐等陶器，中层富含木炭烬及
红色烧土颗粒，下层为中层与生土过渡浸染
层。H14陶豆、圜底罐置于木炭烬层之上，可能
是东周巴人短期祭祀行为的反映，是东周巴文
化类似遗存的首次发现。

信号台遗址发现一组晚唐五代遗存，由活
动面及4个灰坑组成，中部的活动面经高温烧
烤形成硬面，周边分布灰坑 4个，坑内均埋有
一个完整的盘口罐，罐内装有大量动物骨骼，
推测该组遗迹可能与奠基祭祀相关，填补了乌
江下游类似发现的空白。

促进了乌江下游地区手工业考古研究
大农场遗址出土有较多用鹅卵石块和黑

色燧石加工而成的石器，器型有石斧、石凿、石
环、石核及石芯等，表明新石器时代此处可能
为一处石器加工场。

生基坪遗址西部发现三国时期石灰窑 2
座，窑炉为长方形竖穴式，底部有“十”字形沟
槽。槽内富含木炭，是燃烧后遗留，经木炭种属
鉴定为竹亚科。该石灰窑与宋及以后的圆形窑
不同，是石灰烧制和利用在较早阶段罕见的考
古发现，对我国石灰烧制技术及其利用历史研
究具有重要价值。

生基坪遗址东南部集中发现一批宋代灰
坑、灰沟、灶、排水沟等遗迹，出土大量夹砂陶
匣钵类器物，可能与宋代陶瓷制造相关。

小农场遗址Ⅱ区发现一处分布面积达
1000平方米以上的宋明时期冶铁遗存，发掘冶
铁炉炉基6座、疑似矿石加工焙烧活动面1处、
炼渣堆积1处，出土大量炼渣、矿石、石质鼓风
构件、炉壁等冶炼遗物。冶铁遗存可分为燃/原
料加工区、生铁冶炼区和炼渣堆积区，展现了
从燃/原料加工、生铁冶炼到排渣的冶炼工艺
流程。该遗址是目前重庆发现年代最早的冶铁
遗址，也是西南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同时期冶铁
遗址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一处冶铁遗址。
遗址内出土的 6座高炉清晰地反映了冶炼过
程所使用的鼓风与排渣设计，特别是在鼓风口
原位出土的石构件，是首次发现在冶炼过程中
对鼓风管进行保护的直接证据。

盐井峡盐业遗址地处盐井峡内，清理有盐
井、石砌平台、盐灶、卤水池、卤水坑、石踏道、
摩崖题刻等盐业相关遗迹 40 余处。该遗址是
一处规模较大、保存较完整、配套设施齐全的
明清时期制盐作坊遗址，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
的制盐生产链（输卤入池、泼炉印灶、掘灶制

卤、上灶煎盐），展示了峡谷型盐业遗址的布局
景观。

提升了多学科协同研究水平
全国 9 家单位参与了白马航电枢纽工程

地下文物保护的多学科研究，开展了环境考
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年代测试、地理信息
系统技术、地理环境、有机质文物现场保护等
方向的研究，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

通过对大农场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的初步
鉴定，确认动物组群以水鹿、麂、熊、牛、猪等哺
乳动物为主，还发现有一定数量的水生动物和
软体动物，对研究乌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
生业经济、生态环境变迁有重要价值。通过对
信号台遗址东周至唐宋时期的 1184件动物标
本的鉴定，确认种属 121个，包括家养动物羊、
猪、狗、牛、马等，野生动物鹿、麝、麂、水鹿等，
爬行类动物龟、鳖，另还有鱼类和鸟类。

通过对信号台遗址东周、唐代的 7份浮选
样品进行鉴定，发现了粟、黍、水稻、大豆、红小
豆、高粱、紫苏、野豌豆、狗尾草属、藜等 16个
种属 400余粒炭化种子，确认信号台遗址东周
先民是以种植粟、黍两种旱地作物为主。通过
对菜坝遗址宋代浮选样品的鉴定，发现了粟、
小麦、大麦、水稻、黍、大豆、燕麦、野油菜、马
唐、硬草、拉拉藤、紫苏、葡萄属等炭化植物种
子，推测菜坝遗址种植的农作物品种多样，以
种植粟、小麦、大麦等旱地作物为主，水稻也居
于较为重要的地位。通过对菜坝遗址北壁汉代
至近现代地层堆积的环境考古分析，提取孢粉
4591粒，包括木本和草本植物、蕨类植物、藻类
植物三类计 56 个植物种属，汉代以来菜坝遗
址周围植被群落组成较为稳定，为在人类活动
显著影响下生长的次生植被，汉代水塘堆积内
环纹藻、光面球藻等藻类以及睡莲属等水生植
物较丰富，显示该区域为水体，宋代地层禾本
科花粉大量增加，表明人类活动强度大幅增
强。通过对生基坪遗址东周时期灰坑 H14、
H17出土木炭鉴定，木材种属包括青冈属、槭
属、青檀属、楠属、竹亚科、安息香属、锥属、壳
斗科、散孔材等；通过对生基坪遗址两晋时期
石灰窑Y2底部出土炭样种属的鉴定，确认其
燃料为竹亚科。

通过对 2个样品的碳十四测年，确定生基
坪石灰窑的年代为两晋时期。通过对盐井峡盐
业遗址周边开展地质环境研究，初步弄清了盐
泉所在地区域地质背景、盐泉所在层位及岩
相、盐泉成矿条件及卤水矿物成分；对盐井峡
盐业遗址开展遗址空间分析研究，建构了所在
区域地理信息系统。

与会专家认为，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地下
文物保护项目考古发现成果丰硕，在乌江下
游沿岸有新石器、商周、西汉、两晋、唐五代、
宋、明等不同时期的遗址，遗址数量多、时代
跨度大、类型丰富，对该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
的建立，以及该区域各时期聚落考古、环境考
古、手工业考古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武隆关
口西汉一号墓墓葬保存完整，随葬品丰富，出
土漆木竹器以及墨书遣册等珍贵文物数量达
600 余件，为重庆地区首次发现，具有重要的
价值，对于研究汉代早期丧葬制度、巴蜀文明
融入汉文明进程、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具有重
要意义。（本文资料由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
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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